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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曹姓家族分子人类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葛 威
福建省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厦门  361005

摘 要：近年来，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实验室围绕曹姓家族开展了一系列 DNA 研究，认为曹操的 Y 染

色体应该属于 O2-M268 单倍型，并提出通过 DNA 的分析可以判断西高穴 2 号墓的墓主人身份。本文

考察了 O2-M268 单倍型在东亚人群中的分布，发现它并非曹操或曹氏家族所独有。有关曹操的 Y 染

色体可能是 O2-M268 单倍型的结论对于进一步确认西高穴 2 号墓的属性意义有限。本文还对所谓“曹

鼎牙齿”DNA 研究所依据的材料和论证过程进行了讨论，认为有关研究在很多方面脱离历史学和考古

学背景，其研究的正当性及结论的可靠性都很难让人信服。目前看来，DNA 方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曹操墓的真伪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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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s on molecular anthropology studies related to Cao c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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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the past few years, the Laboratory of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y, Fudan 
University has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DNA studies on the Cao clan. According to these studies, 
Emperor Cao Cao was a carrier of Y chromosome haplotype O2-M268, thus the identity of the 
man buried in the Xigaoxue No.2 tomb could be clarified via DNA analysis. The current paper 
investigates the distribution of O2-M268 in the Chinese population, and results suggest that this 
haplotype is not an exclusive haplotype to the Cao clan, thus it only has limited significance 
in further determining the identity of the occupant in the Xigaoxue No.2 tomb. 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context of material remains associated with the so-called Cao Ding’s tooth and the 
reasoning process of the DNA study about it. Analyses show that the DNA study departed from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background in many aspects so that the validity of th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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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reliability of its conclusions are questionable. For the moment, DNA method seems 
ineffective in resolving the controversial issues related to Cao Cao’s tomb. 

Keywords: Cao Cao; Y chromosome; O2-M268, Yuanbaokeng;  Cao clans

1 引  言

2009 年，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发掘的河南安阳西高穴村 2 号大墓（以下简

称西 2 墓）被有关方面认定为魏武帝曹操的陵墓
[1]
。但是，社会各界对于“曹操墓”真伪

的争论从其被认定之初就一直没有停歇过。值得注意的是，围绕相关问题进行论战的各方

不仅有媒体、公众等非专业群体，也有资深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
[2, 3]

。这表明，曹操墓

的真伪之争并非一场充满娱乐色彩的闹剧，而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学术公案。

检阅前人有关此问题的讨论，大致包括了墓葬形制、出土文物、遗骸年龄等方面。当然，

要解决曹操墓的真伪问题，墓主人本身无疑是关键所在。如果能证明西 2 墓中所出男性头

骨就是曹操本人，则可使所有争论划上句号。或许是基于这种考虑，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

实验室开展了一系列颇有创新性的工作，试图从现代曹姓家族的 DNA 入手，并结合古代

曹操家族成员的 DNA 分析，找到属于曹操独有的染色体单倍型，进而提取并分析西 2 墓

男性头骨的染色体单倍型，并最终确认其身份
[4-7]

。

DNA 是遗传信息的载体，是主要由碳、氢、氧、磷等元素组成的生物大分子。DNA

在生物体死亡后就会发生降解，但这种降解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研究表明，考古出土的人

和动物骨骼中仍然保存着尚未完全降解的 DNA 片段。分析古代个体和群体的 DNA 序列，

可以探讨个体属性、人类起源、人群迁徙、族群关系以及社会属性等考古学问题。如果从

1985 年 Pääbo[8]
对埃及木乃伊 DNA 的提取和克隆算起，DNA 方法应用于考古研究已经有

近 30 年时间。这 30 年，也是分子生物学飞速发展的时期，新的技术手段不断涌现。迄今，

人们已经尝试从考古遗骸中提取并测序了线粒体 DNA、Y 染色体 DNA 及其它核基因组

DNA。研究对象也从历史时期的先民扩展到早已在晚更新世灭绝的尼安德特人
[9]
。尽管

在古 DNA 的研究历史中出现过污染的问题，但随着人们污染防范意识的增强，已经发展

了多种排除污染的手段，最终使古 DNA 研究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然而，任何方法都有其局限性，不应该过分夸大一种方法的适用范围，去试图解决

它不能解决的问题。俗话说：“隔行如隔山”，这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表现得更加

突出。随着现代科学的日益精细化和专门化，不同学科发展出一套只有专业人士才能看懂

的术语，使学科间的对话变得越来越困难。对于大多出身于文科的考古工作者来说，要理

解分子人类学方法尤为不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考古学者面对高科技手段时话语权的丧

失，因为科学研究所运用的归纳、演绎等方法，及在推导结论时所遵循的逻辑性总是相一

致的。充分的交流和对话应该能够增进学科间的相互信任。有鉴于此，本文将回顾近年来

围绕曹姓家族所开展的有关 DNA 研究，提出几点不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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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代曹姓家族 O2-M268 单倍型有关问题

有关现代曹姓家族 DNA 的研究分别以中文和英文发表于国内外不同期刊
[4, 10]

，但内

容基本一致。根据这两篇文章（为行文方便，以下统称文一）的报道，研究者对 79 个曹

姓家族的 280 个男性和其他姓氏的 446 个男性进行了外周血采集，对他们 Y 染色体上的

DNA 进行扩增、测序和单倍型分析。结果显示“单倍型 O2-M268 是唯一在宣称是曹操后

裔的众多家族里频率显著升高的单倍型”。因此，文一得出结论 , 认为 O2-M268 这种单

倍型“极可能是曹操的 Y 染色体单倍型”。

由于 Y 染色体非重组区相对严格的父系遗传特性，其在法医学、亲子鉴定和群体遗

传学等领域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不同地区的人群，由于长期的隔离，基因组的特定位

点就会产生不同的变异。一条染色体或线粒体 DNA 上的这些变异的排列组合称为单倍型

(Haplotype)。具有共同祖先的相似的一组单倍型构成单倍群 (Haplogroup)。在人类 Y 染色

体上，已经划分出了 A-T 共 20 个单倍群
[11]
。研究表明，这些单倍群具有一定的地域分布

特征，其中的 O 类群是东亚人群主要的单倍群。文一所言 O2-M268 即是 O 类群中的一种

单倍型。

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通过曹操后人的 Y 染色体单倍型去上溯曹操的 Y 染色体单倍

型，理论上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是研究者在确定曹操后代时所使用的谱谍材料却可能是有

问题的。对此，已经有魏晋史学者提出了质疑
[12]
。退一步说，即使 O2-M268 这种单倍型

确属曹操的 Y 染色体单倍型，这一线索对于判断西 2 墓的墓主人身份所起的作用仍然非

常有限。不妨假设曹操的单倍型就是 O2-M268，如果提取并分析西 2 墓中男性头骨中的

Y 染色体 DNA，结果不外乎两种可能：1) 不属于 O2-M268 单倍型；2) 属于 O2-M268 单

倍型。对于第一种情况，将得出墓主人不是曹操的结论；而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却并不能

因此认定墓主人就是曹操。因为 O2-M268 并非曹操或曹氏家族所独有，而是分布于不同

的民族、姓氏和家族中，比如史姓
[13]
。根据 Yan 等人

[14]
的报道，O2-M268 在中国汉族中

的分布概率大约为 5%。这意味着，在整个汉族群体中，存在着大量携带这种单倍型的个体，

而且这些人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姓曹，大部分都是别姓。考虑到汉族群体的总量庞大，有理

由推测即使在汉代携带 O2-M268 的人也不在少数，而且绝不限于曹操家族。所以，从逻

辑上讲，即便西 2 墓男性的 Y 染色体单倍型是 O2-M268，他仍然不一定是曹操，也不一

定姓曹。

当然，分析这个问题时不能完全抛却考古学和历史学背景。西 2 墓出土的大量文物

显示墓主人应该是魏晋时期与曹操关系密切之人或曹操本人。从这个意义上讲，缩小墓主

人的人选范围是有可能的。那么，如果候选的墓主人数量有限，再加上 O2-M268 的证据，

是否就足以确定墓主人真实身份呢？笔者以为仍然是很困难的，因为还是无法排除其它可

能。比如，有学者指出西 2 墓更有可能是曹操之孙曹奂之墓
[15]
。如果这一假设成立，试

问能通过 O2-M268 来区分曹奂和曹操吗？答案是不能，因为无论曹操是什么单倍型，曹

奂都会是跟他的祖父一样的单倍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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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曹鼎”牙齿 DNA 研究有关问题

继现代曹姓家族 Y 染色体单倍型研究之后，复旦大学研究团队
[6]
又对所谓“曹操

的叔祖父曹鼎”的牙齿进行了 DNA 提取和单倍型分析，并声称曹鼎也是 O2-M268 单

倍型。如此以来，曹操的后人及其“叔祖父”都是 O2-M268 单倍型，则曹操无疑也是

这种单倍型。这样的推理表面上看似乎环环相扣，但笔者在考察了有关文字信息后却

发现实际上疑点重重。

3.1  研究材料“元宝坑一号墓牙齿”出土背景不明

在这篇关于曹鼎牙齿的文章中（以下简称文二），作者们提到所分析的牙齿来自安

徽亳州曹氏宗族墓地之元宝坑一号墓（以下简称元 1 墓）。但是，根据元 1 墓发掘报告的

描述，该墓在发掘前已经遭到严重破坏，殉葬品几乎被盗光，“墓内文物零乱，多混杂在

填土中”，并没有提到有任何人骨或牙齿出土
[16]
。那么，这颗牙齿究竟从何而来呢？在

另一篇相关的文章中
[5]
，有一段文字描述了获取样本的经过：

在笔者 2010 年 3 月前往亳州曹氏宗族墓地考察时，巧遇当时参与发掘元 I 墓的考古
人员，据他回忆说曾在元 I墓中发现过牙齿，并放一信封中，但由于当时知识所限，没有
把牙齿当作文物入库，故牙齿可能在杂物堆中。得知这一消息，我们立即前往亳州博物馆，
经库房人员精心查找，最终找到了那个信封和其中的牙齿，并经当时组织发掘的前馆长李
灿先生确认属元 I墓。

众所周知，牙齿是考古学非常重视的研究材料。著名的元谋人其实也就只是几颗牙齿。

在发掘中出土了牙齿无疑是重要的发现，纵然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也没有理由忽视之。考

古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不可能不知道牙齿的重要性；如果没有疑问，不会不将其发表在

报告中。这是很难用“限于知识所限”来解释的。发现了牙齿却没有写入报告，甚至都“没

有当作文物入库”，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无论如何，鉴于该墓被严重盗掘，且发掘时并没有发现人骨，几十年后从“杂物堆”

中找到的一颗牙齿，出土位置也不清楚，很难说它究竟是墓主人的还是后世从填土中混入

的（它甚至有可能是盗墓者的）。总之，目前缺乏充分的证据表明牙齿的主人究竟是谁。

在这种情况下，不加批判地认定这就是墓主人的牙齿，而完全不考虑其它可能，显然有失

学术研究应有的严谨。将这样的问题材料拿来做研究，并试图解决重大学术问题，无异于

在松软的沙滩上建造大厦。

3.2  元宝坑一号墓的墓主身份需进一步判别

由于缺乏可靠的证据，原发掘报告并没有明确判别墓主人的身份，而是仅凭出土字

砖的刻文推测可能为“会稽曹君”。之后，田昌五 [17]
和殷涤非

[18]
两位先生曾就该墓主

人的身份问题进行过激烈讨论，田文认为“很可能是曹胤”，殷文则断言“非曹褒莫属”。

但无论如何，都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元 1 墓的墓主人是曹鼎。那么，复旦大学诸君是如

何认定元 1 墓的主人为曹鼎的呢？原文中有这么一段话：“YBK I was suggested to be the 
tomb of Cao Cao’s granduncle, Cao Ding ”，意思是说“元 1 墓被认为是曹操叔祖父曹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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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墓”。到底是什么人这样认为呢？后面给出的参考文献是《从牙齿磨损度推断安徽亳

州元宝坑一号墓墓主身份》
[5]
（以下简称文三），该文作者中的李辉先生同时也是文二

的共同作者。尽管历史学家们在元 1 墓墓主人身份问题上尚无定论，但文三另辟蹊径，

通过对元 1 墓牙齿的磨损程度来判断墓主人年龄为 50 或 55 岁以上，进而结合历史文献，

认为最有可能是曹鼎。

然而，笔者在考察了文三的推理过程后却发现，其立论依据存在着相当多的不确定性。

如文章在论及曹鼎年龄时说：“曹鼎具体生卒年月如何，目前尚无记载，但有记载称曹操

有一叔父活了 58 岁，极有可能便是曹鼎。”一个人的生卒年月都不知道，怎么能判断年

龄呢？后面认为跟曹休有关，因为曹鼎是“曹休的爷爷”，分析说：“如果当时曹休的母

亲真的已经很‘老’，估计曹休父亲死时也不年轻，那么曹鼎就可能更老了。这样推测，

这位‘高龄’墓主就最有可能是曹鼎。”这里短短几句话，连续使用“如果”、“估计”、

“可能”等语气副词，表明作者对这种推导并没有多大把握。那么，由这些并不确定的证

据推出的结论“墓主人是曹鼎”也就仍然只能是一种“可能”了。当然，作者们在最后也

指出“但究竟是不是曹鼎，尚需要进一步的证据。”可是，这样一个有待证实的结论，为

什么到了英文文章中却没有了“可能”，而变成一种既定的事实了呢？

这里有必要说明“suggest”这个词的涵义。在英语论文写作中，“suggest”通常用

来阐述由证据和推理所得出的结论，基本上传达的是一种肯定的意味。可以说，文二的作

者使用“suggest”来翻译文三相关的结论并不准确，因为它屏蔽了原文结论的不确定性。

这样的表述使得不知内情的英语读者完全看不出中国学界在墓主人身份问题上有什么不同

的意见，也不可能想到这一点。而且，文二从头至尾并没有只言片语提到墓主人身份的不

确定性。很显然，作者们就是把曹鼎当作墓主人来对待的。这也是文二开展研究的前提，

因为牙齿的主人必须是明确的，不能有任何“可能”的成分，否则所有的分析结果都将失

去意义。可是不管怎样，元 1 墓的墓主人身份的不确定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文二作者应

该对此有深刻的认识，而不能一厢情愿地把他当作“曹鼎”来对待。

3.3  曹鼎与曹操的关系有待考证

文二在介绍样本时明确指出牙齿属于“曹操的叔祖父曹鼎”（Cao Cao’s 
granduncle）。那么，曹鼎果真是曹操的“叔祖父”吗？其实，史学界对曹鼎的身份并无定论，

而是存有不同看法 [16]
。一说是“中长侍曹腾之弟”，也就是曹操的叔祖父；一说是“太

祖从弟曹洪的伯父”，却成了曹操的叔父。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史籍记载有误，

也不排除确实有两个曹鼎。但无论如何，作者们都应该向读者说明曹鼎身份的不确定性，

可是我们却没有看到。

更令人不解的是，在李淑元和李辉作为作者的文三中言之凿凿曹鼎是曹操的叔父，

而到了同样有李辉作为共同作者的文二中，曹鼎却又堂而皇之地变成了曹操的叔祖父。

读者不禁要问：同一作者发表于中文和英文期刊上的文章，为何对同一事件的认识前后

不一？中国人一向注重长幼之分，这样把辈分弄错的事恐怕不好用疏忽或笔误来解释。

即便是有了新的认识，也应该对以前的认识进行某种检讨吧？作者们在如此关键问题上

的轻率态度实在是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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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管曹鼎是叔祖父或叔父，都很难说与曹操有血缘关系。根据《三国志·武帝纪》

中的记载：“桓帝世，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养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审其

出生本末。嵩生太祖。”既然曹操父亲曹嵩的身世未知，曹操与其叔祖父或叔父是否有血

缘关系又如何能说得清呢？

3.4  古代 DNA 的分析尚需排除污染

古代 DNA 研究常有激动人心的发现，但也容易引起质疑，其中很敏感的一个问题是

要排除外源 DNA 的污染。有别于现代样本，古代样本往往经历了复杂的埋藏过程，在发

掘过程中和发掘后也难免被现代人触摸，这些都可能将外源 DNA 引入所分析的对象。事

实上，从取样、纯化、扩增到测序的每一个步骤都可能发生污染。为了在古 DNA 研究中

控制和识别污染，人们已经发展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方法，包括设置空白对照、重复性检验

及在公共数据库中进行相似性检索（系统发育分析）等 [19]
。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如果做

得不好都很难排除污染。一个并不久远的例子是河南西峡恐龙蛋化石的 DNA 研究。1995
年，北京大学的研究者们声称从约 7-8 千万年前的恐龙蛋化石中提取到了 DNA 片段

[20]
，

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兴趣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可是很不幸，这些片段不久后就被不同的研究

者分别独立认定为来自真菌和高等植物等外源 DNA，而根本不可能来自恐龙
[21-23]

。究其

原因，就是由于没有进行严格的系统发育分析。

对于古 DNA 研究来说，牙齿是相对理想的材料
[19]
，但也不能因此就忽视污染问题。

“曹鼎”牙齿毕竟来自考古发掘出土，如果其年代确切，也属古代 DNA 研究范畴。由于

该牙齿在发掘时并没有采取什么防污染措施，为各种污染的发生提供了条件。尽管文二

的研究者们也提到他们的实验操作严格遵守古代 DNA 研究的标准（“Our ancient DNA 
experimental operations are strictly controlled by following all the criteria for ancient DNA 
studies”），但“实验操作”再严密也不能保证扩增出来的序列就没有污染，只有对结

果进行规范的检验才能确定有否污染
[24-26]

。然而，无论是在英文版的文二还是另一篇内

容与之相近的中文版文章中
[27]
，我们都没有看到相关的检验，也没有看到对古 DNA 可

靠性的讨论。严格地讲，我们没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就是古代的 DNA。由于复旦大学此

前开展了大量现代曹姓 DNA 研究，存在样本交叉污染的可能性，更有必要对结果进行

充分的可靠性检验。

4 结 语

本文对近年来复旦大学研究团队围绕曹氏家族 DNA 开展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回顾，讨

论了这些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分析表明，有关曹操的 Y 染色体可能是 O2-M268 单倍

型的结论对于进一步确认西 2 墓的属性意义有限，即它可能会否定曹操墓，却不可能认定

曹操墓。而所谓“曹鼎牙齿”的DNA研究更是在很多方面脱离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研究背景，

加之缺乏古 DNA 可靠性方面的讨论，其研究的正当性及结论的可靠性都很难让人信服。

跨学科研究是未来学术发展的趋势，越来越多的自然科学方法正在渗透进人文学科

的研究当中。然而，不同学科的交叉研究并非方法与问题的简单加和，而必须顾及各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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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目的等方面的差异。自然科学工作者在介入人文学科的研究时，只有深入了解

相关问题的学术史，尊重其特定的研究规律，才能真正达到跨学科解决学术问题的初衷。

如若不然，则可能只会带来新的混乱和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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